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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相盆地古源-汇系统定量重建、级次划分及耦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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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陆相盆地古源-汇系统定量重建、级次划分及耦合模式是还原深时盆地剥蚀和沉积过程的重要研究内容。陆相盆地古源-汇
系统物源区定量重建难点主要包含古地貌重建和古水系重建。古地貌重建新技术的发展提出了基于剥蚀区、超剥区（剥蚀和超覆作

用共同作用区）和超覆区为框架，残余地貌重建、差异沉降校正、超剥区恢复、剥蚀区恢复和沉积古地貌恢复流程的“三区五步”恢复

方法。古水系重建方面提出了基于ArcGIS系统的古水系定量恢复和拾取方法。陆相盆地古源-汇系统级次划分的代表方法是“三

线三级”法，关键是拾取分水岭、分水线和脊线，进而划分一级、二级、三级古源-汇系统。基于重建的古源-汇系统物源区流域单元

与沉积区沉积体的面积、形态组合、配置关系，建立了“哑铃型”“球拍型”“奖杯型”和“标枪型”4种古源-汇系统耦合模式。研究成果

对古源-汇系统定量化研究和勘探目标评价、预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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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Quantitative reconstruction， hierarchical division and coupling mode establishment are important means to 
restore the erosion and sedimentation processes for depth-time ancient source-to-sink systems in continental basins.  The 
main difficulties in quantitative reconstruction of provenance lie in paleo-geomorphology reconstruction and paleo-drainage 
reconstruction.  New techniques for paleo-geomorphology reconstruction use a “three-zone and five-step” restoration method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denudation， overlap-denudation and overlap zones as well as steps of residual geomorphology 
reconstruction， differential subsidence correction， overlap-denudation zone restoration， denudation zone restoration and 
depositional paleo-geomorphology restoration.  In terms of paleo-drainage system reconstruction， a quantitative restoration 
and picking method is resorted to based on the ArcGIS system.  The division of ancient source-to-sink systems in 
continental basins is usually realized by using the “three-line and three-level” method， of which， picking up watersheds， 
water dividing lines and ridge lines are very critical before a further division of first-order， second-order， and third-order 
source-to-sink systems.  According to the area， geometric configuration and coupling relationship of the drainage unit and 
sedimentary body within the reconstructed ancient source-to-sink system，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our types of source-sink 
coupling modes， i. e. ， “dumbbell”， “racket”， “trophy” and “javelin” modes， and thus may serve as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quantitative study of source-to-sink system and prediction of deep exploration targ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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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汇系统自 1978 年提出以来，由于其囊括了地

表岩石圈、水圈和生物圈等整体动态性特征，已被广泛

应用于包括地质、环境等在内的多个领域［1-3］。作为

源-汇系统研究的重要议题，陆相盆地古源-汇系统的

重建与耦合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4-5］。古源-
汇系统的重建包括还原物源区的最高点到沉积区盆地

地层尖灭的整个系统，与之伴随的侵蚀、搬运和沉积过

程是导致古源-汇系统多样化的关键［6-10］。同时，对物

源区-沉积区的系统重建以及耦合分析是提供完整侵

蚀-沉积体系整个系统过程的动态视图，包括源到汇

过程中的相互联系和反馈机制［11-12］。古源-汇系统的

重建和耦合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课题，在还原地质过

程、油气勘探的研究中，又有其紧密的内在联系，作为

重要议题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8］。
陆相盆地古源-汇系统重建的关键在于对物源和

沉积区深时剥蚀和沉积地貌的恢复，同时作为古源-
汇系统研究的基本单元，物源区的厘定和划分是还原

古源-汇系统关键指标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建陆相盆

地古源-汇系统是还原地表景观、重现地质作用过程

和追溯重大历史变革事件的重要方法与手段［13］。由

于陆相盆地古源-汇系统的大小、形状、梯度、输砂通

量和沉积通量存在着巨大差异，其重建和耦合一直是

研究中的难点［14］。尽管如此，由于陆相盆地古源-汇
系统具有典型的多物源供给、沟谷与坡折发育样式多，

断裂样式多样性强的特点，针对陆相盆地古源-汇系

统重建的工作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和参考意义［15-16］。
国际上关于源-汇系统重建的研究大多集中于陆

架边缘，主要探讨大陆边缘沉积背景下物源区范围的

重建和示踪［17］，其工作主要集中于：①对板块和大型

物源区范围的示踪［18-20］；②对溶解质、沉积通量和剥蚀

通量的计算［21-23］；③对气候、海平面和构造运动等控制

因素变化的关键地质历史时期年龄的判定［24-25］。除此

之外，针对于陆相盆地古源-汇系统的研究，大部分工

作注重于对沉积时期关键地形变化等的恢复以及物源

区的探索［26-27］。
与国外研究不同，国内目前针对陆相盆地古源-

汇系统重建和耦合的研究重点在于对不同类型古源-
汇系统的差异化对比以及成因探讨［13］，然而，当前对

古源-汇系统物源区-沉积区的古地貌重建、古源-汇

单元级次划分和古源-汇单元耦合模式研究还较为薄

弱，对地貌的差异性分析和汇区的分析对比存在着多

种方案并存、但又模糊替代的问题，直接限制了不同类

型古源-汇系统刻画的准确性［28］。相对于洋陆边缘盆

地，陆相盆地物源区-沉积区的古源-汇耦合关系清

晰、更易观察和定量化研究［8］，因此，本文重点探讨陆

相盆地古源-汇系统的定量重建、级次划分和耦合模

式，这也是中国陆相盆地古源-汇系统研究的热点和

重点。

1　古源-汇系统单元定量重建

1. 1　物源区重建

陆相盆地古源-汇系统物源区由于其特有的多物

源来源、物源转换频繁、幕式变化等特点，其物源区的

重建一直是其古源-汇系统重建的关键［8］。一方面还

原陆相盆地古源-汇系统的物源区地貌是重建古源-
汇系统单元的基础；另一方面，现今观察到的物源区特

征与沉积时期的古地貌存在明显差异，不能完全呈现

出深时物源区信息。因此，对于物源区重建，需明确物

源区范围、源区剥蚀量、源区沉积时期古地貌和源区水

系的发育特征［13］。

1. 1. 1　物源区示踪

确定陆相盆地深时物源来源和供给方向对于重建

复杂沉积物路径系统至关重要。物源分析是陆相盆地

古源-汇系统物源体系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为

确定主要物源区位置，基岩性质，沉积物的搬运路径和

方向、主体沉积区和砂体分布范围的关键证据，也是重

建物源区的重要基础。物源分析的方法主要有重矿物

法、元素地球化学法、地质年代学法、黏土矿物学法、生

物标志化合物法以及地球物理综合表征法等［29-34］，近
些年来随着技术的完善，物源分析已经由定性研究转

变为以定量研究为主。

利用单颗粒矿物来推断物源区已经成为示踪物源

区的重要手段，目前广泛应用的方法手段有碎屑颗粒

的低温热年代学研究方法、含铀矿物的U-Pb年代学分

析方法和重矿物综合判别方法［17， 35-37］。其中，低温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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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学方法主要借助于磷灰石裂变径迹（AFT）和锆石

裂变径迹（ZFT）具有热稳定性较低的特性，还原物源

区的构造-热演化、构造抬升和剥蚀历史以及其关键

年龄等信息，但由于其封闭温度较低，在许多盆地的研

究中严格受限［36-38］。锆石作为含铀副矿物广泛存在于

物源区和沉积区之中，是U-Th-Pb同位素定年的最理

想的重矿物，同时由于其富含Hf，Y，Th等微量元素，能

很好地被应用于指示物源的来源和成因［39］。由于不

同成因（火成岩或变质岩）锆石具有差异明显的内部晶

形结构，通常也能指示不同的母岩类型。近些年来，利

用碎屑锆石年龄逆蒙特卡罗方法对锆石和重矿物的物

源亲缘程度分析以及不同物源区的物源供给强度占比

的定量化分析被提出并充分应用到了物源体系分析之

中［40-43］。基于重矿物成熟度分析（ZRT）指数，以及针

对不同基岩和重矿物成因的分析对比（基性岩浆岩、酸

性岩浆岩和变质岩母岩）也被广泛应用于陆相盆地的

物源体系研究中并取得了理想的效果［44-47］。
利用地球物理综合表征的方法来进行物源分析

被认为是直观表征物源区位置和方向的可靠手段，

尤其是近年来提出的基于高精度三维地震数据进行

的主物源通道沉积充填期次刻画和基于前积角玫瑰

花图的主物源方向识别的综合判别方法，被广泛应

用于渤海湾盆地和南海珠江口盆地等陆相盆地古

源-汇系统的物源体系分析之中，在定量化刻画母岩

来源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32， 48］。相比于其他技术手

段，基于三维地震数据进行物源区分析不依赖岩心

样品，具有分辨率高和物源演化过程分析精度高的

优点，现今已逐渐应用于国内外不同沉积盆地物源

体系研究之中［49］。

1. 1. 2　物源区古地貌重建

古地貌是古源-汇系统分析的基础，古地貌重建

则是古源-汇系统定量重建第一步。古地貌重建的关

键是还原深时物源区-沉积区的原始属性，一定程度

上决定了陆相盆地古源-汇系统的类型和发育特征［1］。
古地形地貌是控制一个盆地边界类型和沉积相发育与

分布的一个主要因素，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后期

油气藏的储-盖组合。同现代地貌一样，古地貌形态

受到了所处区域构造位置、气候、基准面变化及构造运

动等因素的影响。物源区地貌的重建就是再现流域单

元所处的原始构造格局，是揭示物源体系、沉积体系的

发育特征与空间配置关系的重要基础［50-51］。然而，根

据古源-汇系统的规模和尺度差异，物源区的范围和

界定存在着较大的困难。重建陆相盆地古源-汇系统

物源区古地貌最主要的困难在于：①陆相盆地类型多

样，物源区和盆地边界条件复杂［26］；②陆相盆地古源-
汇系统控制因素多样，在构造、气候的基础上，盆地古

地貌尤为重要，具有多隆多洼的古地理格局和多种不

同搬运通道［8］；③陆相盆地物源区母岩类型多样，不同

母岩区汇水单元及其沉积响应差别大，这直接导致了

物源区内不同凸起的输砂能力和水系的差异，同时对

汇区沉积碎屑的通量也至关重要［4］；④陆相盆地沉积

体系更为复杂多变、非均质性更强，在不同边界条件的

控制下，可在盆地周缘汇区形成多类型沉积体系，对于

重建物源区地貌造成了一定困扰［15］。
在这种背景下，古源-汇系统物源区重建的关键

在于对物源区坡度、范围、输砂量等的还原和计算，

此外还需要关注地貌类型以及水系重建等工作。在

还原物源区古地貌的过程中，因剥蚀和沉积古地貌

在地质历史时期中经历构造变形、差异压实、沉积充

填以及风化剥蚀等作用，对古物源方向、古水流体

系、沉积体系类型和沉积地貌格局的判断和刻画产

生了一定的干扰［13］，不能完全准确展示沉积时期古

地貌的整体面貌和古源-汇配置关系。而沉积后期，

先前沉积的地层由于构造作用受到剥蚀和差异沉降

的影响，现今保留的部分古源-汇系统参数与沉积时

期的古源-汇系统参数差异较大，不能反映当时沉积

时古源-汇系统的特征。因此，获取较为可靠的古

源-汇系统各要素参数，对沉积时期的古地貌校正就

显得尤为重要。

近年来出现的古地貌恢复方法有很多，主要包括

印模法、残余厚度法、填平补齐法、层拉平法、沉积学分

析法、误差模拟法、层序地层学古地貌恢复法、回剥法、

趋势面恢复法等方法，这些方法主要针对构造发育特

征、地层剥蚀强度、气候、基准面等单个或者多个因素

进行恢复分析［52-60］，定性地指导古地貌的恢复与研究。

这些方法主要针对特定地质背景的古地貌恢复，虽然

能一定程度反映古地貌的典型特征和时空演化规律，

但同时也在分析中体现出针对某一地质特征的局

限性。

通常还原物源区坡度、范围、输砂量等参数的关键

在于剥蚀量和剥蚀边界。近些年来根据陆相盆地剥蚀

和沉积充填差异，以剥蚀区、超剥区和超覆区为 3个单

元提出的“三区五步”剥蚀地貌恢复是还原古源-汇系

统物源区地貌单元的有效方法之一［13］，其关键要点在

于：①划分剥蚀区、超剥区和超覆区；②依据回剥法进

行超剥区剥蚀量恢复；③基于超覆区和超剥区沉积体

系进行剥蚀量定量恢复；④根据陆相盆地构造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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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式变化进行差异沉降校正；⑤以剥蚀量定量计算和

差异沉降校正为基础的物源区剥蚀地貌整体恢复。

基于“三区五步”方法进行的古源-汇系统物源区恢

复的方法充分还原了深时到现今幕式构造运动导致

的物源区和沉积区构造变形和隆升剥蚀的影响，充

分还原了古物源区的地貌特征［13］。整体而言，该方

法在原有的地层趋势法古地貌恢复的基础上，通过

精细的三维地震资料解释以及钻井约束，结合地貌

演化规律，利用古源-汇系统定量化研究核心思路，

对关键时期残余古地貌进行构造-沉积单元划分，明

确物质来源和物质总量，选取沉积基准面进行差异

沉降量校正。同时通过对剥蚀范围和沉积体积的标

定，对剥蚀区物质总量和物质来源进行剥蚀量恢复。

最终结合差异沉降校正和剥蚀量恢复完善沉积时期

古地貌，在沉积时期古地貌基础上对各古源-汇单元

进行划分。该方法可应用于各类型沉积盆地的原型

盆地恢复。

上述“三区五步”方法在陆相盆地古源-汇系统定

量重建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提高了古地貌恢复的精

度。图1为渤海湾盆地沙垒田凸起的古地貌形态恢复

结果，可以看出各个时期的地貌特征及其演化得到了

有效表征。孔店组-沙（沙河街组）四段沉积时期沙垒

田凸起构造高点呈线状大规模延伸，凸起东、西受走滑

断裂分割，凸起东、西两段物源高差最大，反映出该时

期是物质剥蚀和沉积强度最大阶段（图 1d）；沙三段沉

积时期，海域盆地处于应力拉张背景，先存断裂的强烈

活动使得凸起周缘凹陷间分隔性明显增强。凸起区经

过地貌恢复，西段的构造高点靠近凸起南部，东段构造

高点靠近中部，经过不断的物质剥蚀，东、西两段凸起

高差均不同程度降低（图 1c）；沙一、沙二段沉积时期，

盆地继承性裂陷，边界断裂活动性减弱，走滑作用逐渐

成为主要应力作用。凸起东、西两段整体地形较为平

缓，凸起区与凹陷区垂向高差明显减小（图1b）；东（东营

组）三段沉积时期，边界断裂活动性逐步减弱，走滑作用

逐渐成为主要应力作用，多伴生调节断裂，由于沙河街

组的填平补齐作用，在东营组沉积时期前，地形坡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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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渤海湾盆地沙垒田凸起古近纪古地貌恢复结果

Fig.  1 Paleo-geomorphology restoration for the Paleogene Shaleitian salient， Bohai Bay Basin
a.  东三段沉积时期；b.  沙一、沙二段沉积时期；c.  沙三段沉积时期；d.  孔店组-沙四段沉积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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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平缓，该时期物源凸起持续萎缩，凸起供源效应进一

步减弱（图1a）。

1. 1. 3　物源区水系重建

陆相盆地古源-汇系统的水系空间和平面发育特

征是还原系统内物源区与沉积区结合程度的关键指

标。水系的规模和发育样式通常与物源区的供给强

度、沉积区的主要沉积体堆积特征等直接相关，是连接

物源区和沉积区的关键一环［20］。与现今陆相盆地水

系发育和刻画不同，古源-汇系统水系的重建需要依

赖于对物源区剥蚀地貌重建之后的流域特征进行差异

化分析，明确主要水系发育规模和频次。

物源区水系重建的主要难点在于：①现今观察的

水系通常是后期构造作用变形改造之后的残余水系，

与沉积时期水系的规模相比存在较大误差；②水系的

分布范围和输砂能力难以定量化对比［21， 61］；③水系的

相对级次高低难以明确。尽管目前存在较多物源区地

貌恢复方法，但是目前国内针对物源区水系的重建方

法鲜有报道。从基于 DEM（Digital Elevation Model）的

现代水系分析方法发展起来的古源-汇系统物源区水

系重建方法近年来被应用于渤海湾盆地和东海陆架盆

地之中，被认为是古源-汇系统物源区水系定量化重

建的有效手段［62］。基于物源区高程的古水系重建方

法以物源区流域范围为基础，通过对不同流域内水系

方向进行矢量化判别，同时对主物源方向进行定量化

分析，确定水系的规模，进行级次划分，明确各个区带

内不同级次水系发育的频次和主物源方向，是定量化

重建物源区水系的有效方法。

基于沙垒田凸起沙三段沉积时期古地貌恢复结

果，对沙垒田凸起沙三段古水系进行定量化自动拾取

（图 2）。具体步骤如下：①古地貌DEM栅格数据，将恢

复的古地貌网格数据通过Global Mapper转换为DEM文

件；②填洼处理，在水文分析模块中进行填洼处理，对照

原始的DEM栅格数据进行检查，判断是否存在由于数据

误差所造成的伪洼地，从而消除误差，保证古水系流向的

精度；③古水系流向分析，采用D8算法开展分析，其特点

是计算速度快，能够很好地反映出地形对地表径流的控

制影响作用；④河网分级，基于流量统计，将沙垒田凸

起的流量阈值设置为 500，可明显分辨出地表径流古

水系，进而根据阈值范围对古水系进行分级并进行矢

量化处理，直观呈现河网的形态；⑤古水系恢复，尽管

呈现出来的像是连续的河流，但实则还只是离散点，因

此利用流向数据和栅格数据将其连接起来，记录河网

中结点之间的连接信息；⑥流域单元自动拾取划分，根

据拾取的古水系信息，利用水文分析中的盆域分析方

法对流域单元进行自动划分，划分出 a—r共 18个流域

单元（图 2，图 3）。值得注意的是，受控于客观地震数

据体的分辨率，主观层位解释的精度、追踪密度和差值

方法，精确重建高分辨率深时古地貌仍存在较大挑战，

这也直接决定了流域盆地内不同河网等级的发育和最

终拾取的古水系精度。

沙三段沉积时期沙垒田凸起东段整体以太古宇花

a b c

f e d

0 10 km

0 10 km 0 10 km 0 10 km

0 10 km0 10 km

高 低 高 低

DEM高程数据 DEM高程数据 流向划分(不同颜色代表不同方向) 河网分级

图2 渤海湾盆地沙垒田凸起古水系自动拾取流程

Fig.  2 Workflow for automatic picking of a paleo-drainage system in the Shaleitian salient， Bohai Bay Basin
a.  DEM栅格图；b.  填洼；c.  流向分析，流量计算和阈值设置；d.  河网分级；e.  古水系恢复；f.  流域单元自动拾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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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岩发育为主，在南部西侧和北部局部发育奥陶系碳

酸盐岩，其中在凸起东段南部变质岩区断裂缓坡带发

育树枝状水系，水系支流与干流之间呈现锐角相交

（图 3），支流相对发育，分支比为 2. 84 ~ 3. 26，河网发

育系数在 1. 25左右，河网密度大于 0. 5 km/km2。凸起

东段碳酸盐岩发育区，其边界条件均为断裂缓坡带，水

系多呈现为近平行状特征，支流间相互平行发育，数量

少且短，分支比为 2. 00 ~ 2. 47，河网发育系数小

（0. 735 ~ 1. 118），河网密度小于 0. 5 km/km2（图 3）。

沙垒田凸起西段以分水岭为界，以北大面积发育碳酸

盐岩，发育近平行状水系，河网发育系数在 1. 19左右，

河网密度小于 0. 5 km/km2。凸起分水岭以南西侧局部

太古宇变质岩发育区域由于物源区高差大，有效物源区

面积小，且北西向边界断裂发育，导致水系被改造，形成

单支干流平行状水系，支流几乎不发育（图3）。凸起西

段南部东侧中生界火成岩发育区域，物源区有效面积

大，水系样式以扇形为主，支流高度发育且长，从不同方

向汇入干流，形成由干流和支流组成的骨扇状水

系（图3）。

1. 2　沉积区重建

相对于物源区来说，陆相盆地古源-汇系统沉积

区在沉积后期主要经历了规模较小的剥蚀以及差异化

构造变形，因此沉积区重建的关键在于沉积区边界的

重建和沉积时期地貌的重建两个方面［13］。

1. 2. 1　沉积区边界重建

沉积区边界的重建是明确沉积区范围、沉积物后

期剥蚀总量和恢复沉积原型盆地的基础。尽管沉积区

和物源区都经历了相同的构造运动，但是在构造变形

中通常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变形结果。由于沉积区通常

也是沉降的中心区域，在后期构造变形过程中的剥蚀

范围和剥蚀量相对较小，因此整体上能保存沉积区的

大部分原貌。然而，由于差异化的剥蚀程度，通常都难

以还原真实的边界范围，这对古源-汇系统重建的准

确性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尽管如此，前人对沉积区边界

重建的研究并不多见。基于超剥区、超覆区沉积体和

沉积边界的恢复为沉积区边界类型、边界样式、坡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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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渤海湾盆地沙垒田凸起沙三段沉积时期古水系分布特征

Fig.  3 Distribution of a palaeo-drainage system during the deposition of the third member of Shahejie Formation in the Shaleitian salient， 
Bohai Bay Basin

（a—r 为划分的18个流域单元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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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建和划分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同时基于前积角度

和前积终止方向的判别为沉积区的边界拾取提供了可

行的方案，这能更好地反映沉积时期的物源和沉积体

系的配置关系，也是还原沉积区沉积体系类型的基础。

1. 2. 2　沉积区地貌校正

沉积区地貌校正的基础是明确盆地沉积中心、沉

积边界和沉积物主要堆积场所的关键［63-64］。回剥法恢

复古地貌是目前最常用的沉积区地貌校正的方法之

一，也是可信度和可操作性较强的古地貌恢复方法之

一。回剥法古地貌恢复是在地层厚度后期无明显变

化，地层无明显剥蚀的情况之下，对原始地貌的沉积恢

复，侧重于对地层参数和特征的充分分析。回剥法的核

心是对不同沉积区沉积物总量和供源方向的恢复，通过

对沉积区物质总量、沉积中心、斜坡发育方向等参数的

综合拾取，明确盆外区域物源的主要供给方向和时空演

化规律。主要通过对残余地层厚度参数、压实校正参

数、负载校正参数和古水深参数进行综合分析，绘制沉

降量图、构造沉降速率图、古地理单元图和古地貌形态

图等相关图件，对古地貌特征进行呈现［57］。许多实例都

证实，依靠回剥法对沉积区地貌校正沉积地层保存较好

的沉积区具有很好的效果，然而在沉积后期遭受剥蚀较

为严重的区域，需要在进行剥蚀通量恢复的前提下进行

校正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较为准确的结果。

2　古源-汇系统单元级次划分

不管是海相盆地还是陆相盆地的古源-汇系统研

究，都很少涉及古源-汇系统的级次划分。实际上，在

现代源-汇和古源-汇系统中，其内部的源-汇耦合单

元是可以分级次的。古源-汇系统单元级次划分是古

源-汇系统定量化研究、多尺度重建、精细解剖的基

础，为古源-汇系统单元的表征及差异性分析提供

支持。

陆相湖盆古源-汇系统级次划分的一种方法是

进行“三线三级”源-汇系统划分［26， 60， 65］。三线指的

是分水岭、分水线、脊线，作为划分一级、二级和三级

源-汇系统级次的界线和依据。在地理科学领域，分

水岭是指分隔相邻两个流域的山岭或高地；分水线

是指是由于地形向两侧倾斜，使降水分别汇集到两

条河流中去的脊岭线。脊线一词来源于气象学领

域，指在海拔相同的平面上，气压高于毗邻三面而低

于另一面的区域。根据三线的初始定义，在三级源-
汇系统级次划分过程中，进一步明确分水岭、分水线

和脊线的地质含义，尤其是从自然地理科学领域的

角度对脊线的地质意义进行重新定义、解释，用于

源-汇系统级次划分。

分水岭-分水线-脊线三级古源-汇单元级次划分

方法：分水岭分隔相邻两个流域的山岭或高地，通过凸

起轴向展布与两侧坡向变化，追踪与之平行的分水岭，

垂直或近垂直于分水岭的水系被分为流向相反的流

域，划分一级古源-汇单元；分水线考虑凸起边缘构造

沉降量及构造样式差异，短轴方向追踪对应的分水线，

分水线的末端与分水岭垂交、斜交相连，划分二级源-
汇单元；脊线考虑水系能否回溯到分水岭以及地形坡

度、水系发育系数、主水系与分支水系组合等参数差

异，脊线的末端与分水线垂交、斜交相连，划分三级

源-汇单元（图4）。

依据建立的“三线三级”源-汇系统级次划分方

法，对洱海西岸“点苍山-洱海”现代源-汇系统进行级

次划分（图 4）。可以看出，白色虚线为点苍山最高点

连线作为分水岭，沿点苍山凸起长轴方向展布，两侧水

系流向完全相反，划分为东、西两个一级源-汇系统Ⅰ
和Ⅱ（图 4a），一级源-汇系统发育的水系均与分水岭

垂直或近垂直。东侧一级源-汇系统Ⅰ，白色点线是

源-汇系统短轴方向拾取对应的分水线，以分水线为

边界建立二级源-汇系统（图 4b），将一级源-汇系统依

次划分为 19个二级源-汇系统（从南到北依次为 1~19
号），组成二级源-汇系统的单支区域性水流流向基本平

行。选取 15号二级源-汇系统，综合考虑地形坡度、主

水系与分支水系组合关系以及沉积区沉积体特点，在二

级源-汇系统中拾取对应脊线（白色实线），以脊线为边

界，划分出三级源-汇系统（图 4c）。将 15号二级源-汇
系统划分为A和B两个三级源-汇系统：三级源-汇系统

A中多条分支水系汇聚成一条主水系可回溯至分水岭，

是具有稳定地貌学研究意义的汇水盆地；三级源-汇系

统 B由多条近平行的水系组成，水系未能回溯到分水

岭，是局部汇水盆地（发展中的汇水盆地，瞬态地貌）。

对于古源-汇系统级次划分，基于重建的物源区

和沉积区的古地貌和古水系，进行人工或自动划分，划

分的过程中，需要用地震反射剖面进行验证、校正。与

现代陆相盆地源-汇系统划分不同的是，古源-汇系统

的分水岭、分水线和脊线的拾取和刻画更为复杂，需要

明确分水岭、分水线和脊线在沉积后期的稳定性。与

现代源-汇系统边界单元相比，古代源-汇系统的物源

区边界单元主要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类型：稳态型和变

革型。稳态型边界单元指示物源区凸起边界在演化过

程中的高点位置相对稳定，其物源区持续剥蚀并且向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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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区供源，稳态型边界控制下的古源-汇单元划分具有与

现代陆相盆地源-汇单元划分相近的划分方法，在恢复后

的剥蚀地貌基础上能对边界进行较好的划分。变革型凸

起边界的古源-汇单元划分更为复杂，不同于稳态型边

界，这种凸起边界的分水岭位置不稳定，在剥蚀过程中通

常由于受到构造应力的作用而不断发生迁移，在进行古

源-汇单元划分的过程中需要对分水岭的实际位置进行

界定。

3　古源-汇系统耦合模式

古源-汇系统耦合模式是古源-汇系统进行沉积

区沉积体系预测的核心工作。基于古源-汇系统的级

次划分，可以开展古源-汇系统耦合模式分析。根据

古源-汇系统物源区流域单元和沉积区沉积体面积、

形态及其二者组合、配置关系，可以划分出 4 种耦合

模式：哑铃型、球拍型、奖杯型和标枪型。哑铃型是指

物源区流域单元面积与汇区沉积体面积基本相近，反

映的是一种“大源大汇”的古源-汇系统耦合模式，其

物源区与沉积区比例接近于 1∶1，通常发育发散状水

系和树枝状水系，水系发育程度高，且分支比较大

（图 5a）；球拍型是指较小的物源区流域单元面积和

较大的汇区沉积体面积的组合样式，反映出“小源-大
汇”型古源-汇系统耦合模式，通常指示该古源-汇系

统物源区母岩成砂效率高，输砂能力强，颗粒质含量

较多而溶解质含量相对较低，其物源区与主体汇区比

例明显小于 1∶1，通常只发育单支或多支干流水系，

水系的分叉系数小，且水系级别较低（图 5b）；奖杯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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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三线三级”源-汇系统单元划分［64］

Fig.  4 “Three-line and three-level” source-to-sink unit division method［64］

a. 一级源-汇系统；b.  二级源-汇系统；c. 三级古源-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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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物源区流域单元面积大于沉积区沉积体面积，呈

现出“大源-小汇”型古源-汇系统耦合模式，通常指

示该古源-汇系统物源区母岩成砂效率低、溶解质较

多，剥蚀的沉积物较难保存于沉积区，物源区的水系

也有一定程度的发育，其物源区与主体汇区比例明显

大于 1∶1，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通常与颗粒质和溶解

质的占比有关（图 5c）；标枪型是指物源区流域单元

面积和沉积区沉积体均不太发育，呈现出“小源-小

汇”型古源-汇系统耦合模式，通常指示该古源-汇系

统物源区母岩成砂效率低、溶解质较多，水系不发育，

沉积区沉积体不发育（图 5d）。不同类型的古源-汇

系统耦合模式一定程度上是物源区基岩类型、输导搬

运通道的搬运方式和能力以及沉积区水体作用强度

的综合体现［66］。

针对陆相盆地古源-汇系统重建及耦合，在渤海

湾盆地渤南低凸起和沙垒田凸起的实例中，基于不同

背景下的古源-汇系统重建和耦合分析，在储层分布

预测和对比中取得了较好的预测效果。

渤南低凸起西北洼的勘探实践中存在沉积体通量

与物源面貌不匹配的问题，在对低凸起西段构造演化

及断裂活动性分析后发现，渤南低凸起西段北侧边界

断裂活动导致凸起北侧区域发生沉降，在这一时期凸

起供源面积及高差骤变，针对这一时期的古地貌恢复

具有必要性。利用“三区五步”法重建渤南低凸起西段

沙一段沉积时期古地貌，对比发现恢复前、后供源面积

及高差。基于“三线三级”古源-汇系统单元划分方

法，分不同级次明确分水岭、分水系和脊线的位置，明

确关键地质时期的地貌特征，细化水系特征与差异以

及优势入口，统计关键古源-汇参数，在渤海湾盆地渤

南低凸起西支重建 3 个典型古源-汇系统（A，B 和 C）
（图 6）。其中，A区古源-汇系统的物源区以干流型水

系为主，水系分叉系数较低，与沉积区组合形成典型的

球拍型古源-汇系统，在这种高角度斜坡背景下发育

的扇三角洲沉积，其规模相对于辫状河三角洲较小；

B和C区与A区背景相同，具有相似的边界条件，但是

整体上水系呈树枝状分布，与汇区相对大规模扇三角

洲呈典型的哑铃型耦合模式。

源

渠

汇
a b c d

图5 源-汇系统耦合模式示意图

Fig.  5 Sketches showing the “dumbbell”， ”racket”， “trophy” and “javelin” couping modes of source-to-sink systems
a. 哑铃型；b. 球拍型；c. 奖杯型；d. 标枪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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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渤南低凸起古近纪球拍型和哑铃型古源-汇系统耦合模式

Fig.  6 The “dumbbell” and “racket” coupling modes of a 
Paleogene source-to-sink system in the Bonan low salient

547



第 44 卷石 油 与 天 然 气 地 质

基于渤南低凸起孔店组的有限钻井的岩心、岩屑

组分观察分析发现，渤南低凸起B和C古源-汇系统的

孔店组岩性主要为砂砾岩，砾石成分多样，主体以火成

岩砾石为主，砾石磨圆分选较差，镜下薄片观察发现以

砂质支撑为主，杂基含量较高，属于近源快速堆积。基

于古地貌恢复结果对物源区水系进行拾取，主要发育

树枝状水系，分支比约为 3. 27，河网系数为 1. 47，河网

密度 1. 1 km/km2左右，是一种优势供给水系，并且水系

受控于古沟谷汇并聚于黄河口西北洼，使得黄河口西

北洼成为优势沉积区（图 6）。与 A 区古源-汇系统相

比，B区和C区古源-汇系统孔店组沉积时期物源面积

和高差较大，断裂活动性更强，发育侵蚀和搬运能力更

强的树枝状水系，且供源母岩为火成岩，能够提供的颗

粒质更多，有利于沉积厚度大、面积广的砂体。

古源-汇系统研究中，沉积时期的古地貌及母岩

岩性是影响沉积通量及沉积体系的重要因素。渤海海

域沙垒田凸起区，经过地貌恢复后该区主要地貌边界

类型为缓坡背景，并且断裂发育程度较低（图 7）。利

用ArcGIS定量水系拾取技术发现，该区发育树枝状水

系，分支比约为 2，河网发育系数约 0. 91，河网密度

0. 34 km/km2左右。究其主要原因，该时期主要供源母

岩为碳酸盐岩，在缓坡地貌和稳定裂后热沉降构造背

景下不利于下切型的断槽及沟谷通道发育，因此主要

以树枝状水系为主。

与渤南低凸起相比，沙垒田凸起物源面积较大达

241 km2（图 7），但断裂活动性较弱，属于缓坡背景。虽

然发育树枝状状水系，但供源母岩以碳酸盐岩为主，易

于保存的颗粒质供给有限，在碳酸盐岩砾石搬运过程中

不断受到溶蚀，形成厚度及展布面积都较小的砂体，多

扇体累计面积71 km2，属于典型的奖杯型古源-汇系统。

辽东低凸起属于后期隆升型凸起，在新生代早期不存

在，由于后期构造差异升降才形成，源区面积较小，仅

10 km2左右，导致其供源效应弱，所受剥蚀作用较少，古

水系发育程度较低。利用ArcGIS定量水系拾取技术研

究发现，辽东低凸起东侧主要发育一系列平行或近平行

单支水系，规模较小，对应沉积区扇体沉积面积较小，单

个扇体小的仅 3 ~ 7 km2，属于典型标枪型古源-汇系

统（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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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沙垒田凸起古近纪奖杯型古源-汇系统耦合模式

Fig.  7 The “trophy” coupling mode of a Paleogene source-to-sink system in the Shaleitian sa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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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1） 物源区重建是陆相盆地古源-汇系统重建的关

键，物源区重建的核心是对物源范围的示踪、物源区地

貌、岩性以及水系的拾取和刻画。基于高精度三维地

震的地球物理方法对物源来源和物源输导过程的刻画

具有高精度的优势；以“三区五步”为核心的物源区地

貌恢复技术、基于高程数据的水系多级拾取技术是重

建物源区深时地貌和水系的最新研究方法和重要

手段。

2） 沉积区重建关键是原始沉积边界的厘定和沉

积时期地貌校正，回剥法和原始坡角恢复法是恢复超

剥区内沉积边界的有效手段。在沉积地貌校正中，需

充分考虑后期构造变形对沉积区地貌造成的影响，选

取合适的基准面进行差异沉降和压实校正是还原沉积

区地貌的有效方法。

3） 陆相盆地古源-汇系统级次划分的代表方法是

“三线三级”法，根据分水岭、分水线和脊线可以进行湖

盆一级、二级、三级源-汇系统划分。分水岭、分水线

和脊线的拾取是古源-汇系统级次划分的关键。

4） 基于古源-汇系统物源区流域单元与沉积区沉

积体的面积、形态组合、配置关系，建立哑铃型、球拍

型、奖杯型和标枪型 4种古源-汇系统耦合模式。这些

耦合模式综合反映了物源区基岩类型、输导搬运通道

的搬运方式和能力以及沉积区水体作用强度等因素，

是沉积区有利目标预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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